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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凡了解先秦学术史的人，一谈到孟子论杨、墨，马上就会想到孟子那段“杨氏为我，是无君也；墨氏兼爱，是无父也；无父无君，是禽兽也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，下凡引《孟子》只注篇名）的名言。怎样理解孟子的这一论述呢？通常，人们认为孟子之论是骂杨、墨为禽兽，如说孟子这是“歇斯底里的以禽兽论杨、墨”；“被孟子骂为‘禽兽’的杨朱、墨翟曾于当时‘言盈天下’，天下之言，不归杨则归墨，何等了得!然孟子被他们的言论激怒了，骂他们为‘禽兽’，可见得他们的言论在当时是多么地不合时宜”；自从孟子骂他为‘禽兽’之后，杨朱的名声便不好听了，正统之人总是远远避开他，惟恐一不小心，染上杨氏之‘臭气’，而亦被指骂为‘禽兽’之信徒，何苦来哉!”“孟子骂杨朱为‘禽兽’。故千载以下，使杨朱在社会上名声极坏，实际上那只是儒家的偏激之见”；“鲁迅与孟子有些相象，也是辩论起来不管不顾。如孟子骂杨朱、墨子是禽兽；鲁迅骂李四光等人也是极尽恶毒之能事。”类似的说法多多，这里不一一列举了。这种理解合乎孟子的本意吗？孟子是“歇斯底里的以禽兽论杨、墨”吗？我以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。

（一）

一个大思想家骂街、使用语言暴力——这可能吗？孟子竟如此没有气度和雅量？他在和的学生们一起编定《孟子》一书时，怎么连骂人的污言秽语都搬进去了？也许有人会说，明明在辱骂他人怎么会不可能呢？其实，在我看来这是对孟子的误解和误读。尽管孟子对杨、墨的学说十分反感，如说：“圣王不作，诸侯放恣，处士横议，杨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。……杨墨之道不息，孔子之道不著，是邪说诬民，充塞仁义也。……吾为此惧，闲先圣之道，距杨、墨，放淫辞，邪说者不得作。……能言距杨墨者，圣人之徒也。”（《滕文公下》）这里以杨朱、墨子之学为蒙骗人民、堵塞仁义的淫辞、邪说，把杨朱、墨子之说与孔子之学尖锐对立起来，认为能否批驳杨朱、墨翟的学说，排斥他们的荒诞言论，使之销声匿迹，直接关系到孔学能否发扬广大；只有深入批判杨朱、墨子之学，才是圣人的信徒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孟子对杨朱、墨子之学的确是不满、厌恶、反感的；但不满、厌恶、反感是一回事，而厌恶、反感到是否粗言相加、辱骂他人则是另一回事。

一种较为流行的意见认为，孟子之论反映了他对杨、墨之学缺乏宽容的精神和态度，是一种非常霸道的行为，折射出儒家由独断主义开始走向权威主义的心路历程。如韦政通说，孟子好批评，态度也颇独断，“对墨翟、杨朱，更是破口大骂：‘无父无君，是禽兽也’。”（《中国思想史》上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3年版，第174页）其实，从儒墨的关系史看，儒墨之争最先是由墨子挑起的。墨子早年“学儒者之业，受孔子之术”（《淮南子·要略》），对儒学有着相当深入地学习与研究，据说因不满儒家之“礼”烦琐，认为其“靡财而贫民”，“伤生而害事”，于是“背周道而用夏政”（《淮南子·要略》），另立新说，倡言兼爱、非攻、非命、尚贤、节用、节葬、天志、明鬼、非乐，走上了批判儒学的道路。为什么要批判儒学呢？墨子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认为“儒之道，足以丧天下”。其理由有四：第一，儒者不相信天鬼存在，“天鬼不说”。第二，儒者坚持厚葬，父母死后实行三年之丧，把人民的财富和精力都白白浪费掉了。第三，儒者弦歌鼓舞，强调音乐，造成同样的后果。第四，儒家主张命定论，认为贫富寿夭、治乱安危非人力所能及，听信儒家这一套“为上者行之，必不听治矣。为下者行之，必不从事矣”。对此，当时就有人很严肃地对墨子说：你这样看儒家“甚矣，先生之毁儒也！”但墨子也是位能言善辩之士，他反驳说：“儒固无此若四政者，而我言之，则是毁也。今儒固有此四政者，而我言之，则非毁也，告闻也。”（《公孟》）如果儒家本身没有这些毛病，而我硬说它有，这可以说是诋毁；问题是儒家本身就是如此，我只是把它说出来罢了，这怎么能说是诋毁呢！在《非儒》篇里，墨子或墨子后学又说：“寿夭贫富，安危治乱，固有天命，不可损益。穷达赏罚，幸否有极，人之知力，不能为焉！群吏信之，则怠于分职。庶人信之，则怠于从事。吏不治则乱，农事缓则贫，贫且乱政之本而儒者以为道教，是贼天下之人者也。”有鉴于此，对儒学是不能不狠批猛批的。在《墨子》书中，不仅“儒者曰……。应之曰……”的“非儒”内容随处可见，墨家（墨子）把自己的思想直接与孔子之道、儒学相对立，而且还有不少借他人之口批评、讥讽孔子的言论，如说：“孔某之齐，见景公。景公说，欲封之以尼溪，以告晏子。晏子曰：‘不可。夫儒，浩居而自顺者也，不可以教下。好乐而淫人，不可使亲治。立命而怠事，不可使守职。宗丧遂哀，不可使慈民。机服勉容，不可使导众。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，弦歌鼓舞以聚徒，繁登降之礼以示仪，务趋翔之节以观众，博学不可使议世，劳思不可以补民，累寿不能尽其学，当年不能行其礼，积财不能瞻其乐，繁饰邪术以营世君，盛为声乐以淫遇民，其道不可以示世，其学不可以导众。今君封之，以移齐俗，非所以导国先众。’公曰：‘善。’于是厚其礼，留其封，敬见而不问其道。孔某乃志怒于景公与晏子。”“齐景公问晏子曰：‘孔子为人何如？’晏子不对。公又问，复不对。景公曰：‘以孔某语寡人者众矣，俱以为贤人也。今寡人问之，而子不对，何也？’晏子对曰：‘婴不肖，不足以知贤人。虽然，婴闻所谓贤人者，入人之国，必务合其君臣之亲，而弭其上下之怨。孔某之荆，知白公之谋，而奉之以石乞，君身儿灭，而白公僇。婴闻贤人得上不虚，得下不危，言听于君必利人，教行于下必于上，是以言明而易知也，行明而易从也。行义可明乎民，谋虑可通乎君臣。今孔某深虑周谋以奉贼，劳思尽知以行邪，劝下乱上，教臣杀君，非贤人之行也。入人之国，而与人之贼，非义之类也。知人不忠，趣之为乱，非仁之义也。逃人而后谋，避人而后言，行义不可明于民，谋虑不可通于君臣，婴不知孔某之有异于白公也，是以不对。’景公曰：‘呜呼！贶寡人者众矣，非夫子，则吾终身不知孔某之与白公同也。’”“孔某穷于蔡、陈之间，藜羹不糂。”“孔某所行，心术所至也。其徒属弟子皆效孔某，子羔、季路辅孔悝乱乎卫，阳虎乱乎齐，佛胖以中牟叛，漆雕刑残，罪莫大焉。夫为弟子，后生其师，必修其言，法其行，力不足、知弗及而后已。今孔某之行如此，儒士则可以疑矣。”（《墨子·非儒》）在这里，墨子或墨子后学借晏婴之口把孔子、儒学贬的真可谓一无是处，且这种贬斥不限于孔儒“繁饰邪术以营世君”，而且还涉及“孔子为人何如”等人品、德性方面，历史的真实性如何可以另当别论，但这些言论的扩散、传播对圣人形象的破坏无疑是巨大的。儒学是否真得如墨子所说“足以丧天下”？孔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？儒家学人是否应该对此做出认真地回应？当你要求别人宽容、忍让的时候，你是否做到了宽容和忍让了呢？

在孟子“无父无君，是禽兽”论中所涉及的另一著名人物是杨朱。杨朱又称阳子居、阳生，也是战国初期著名的思想家。他虽然没有象墨子那样直接地批判孔子、儒学，但其“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为”(《孟子·尽心上》)的“贵己”论(《吕氏春秋·不二》)，“全性保真，不以物累形”的“为我”论 (《淮南子·汜论训》)，与儒家的仁爱思想大相径庭。
由于杨、墨之学在战国时期曾一度风靡天下，“圣王不作，诸侯放恣，处士横议，杨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。天下之言不归杨，则归墨。”尽管孟子所谓“天下之言不归杨，则归墨”有些夸大其词，因为当时的儒家之言、法家之言、兵家之言、纵横家之言、阴阳家之言等既不归杨也不归墨，但杨、墨之学“邪说诬民”、“充塞仁义”，对儒学的拓展和影响具有极大的破坏力，确有“杨墨之道不息，孔子之道不著”之势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，孟子“吾为此惧”，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“闲先圣之道”的责任意识，高举孔子、儒家的旗帜，认定“自有生民以来，未有孔子也”，公开申明“乃所愿则学孔子”(《公孙丑》)，旗帜鲜明地著孔子之学、息杨墨之道，以求“正人心，息邪说，距诐行，放淫辞”（《滕文公下》），对杨朱说不！对墨子说不！ 

（二）

那么，怎样才能做到“距杨、墨，放淫辞，邪说者不得作”？作为思想家的孟子大概不会以为“歇斯底里”地斥之为禽兽就可以解决问题、达到目的。我以为，孟子所谓“杨氏为我，是无君也；墨氏兼爱，是无父也；无父无君，是禽兽也。”非以禽兽喻杨、墨，它只是一个学理的阐释，一种理论的批判，而不是一时极度愤满的情感宣泄——骂人，更与所谓“鲁迅骂李四光等人”不可同日而语、混为一谈。按孟子的说法，杨朱宣扬一切为自己，这是心目中没有君王；墨翟宣扬对人无差别地爱，这是心目中没有父母。心目中无父、无君，那人就成了禽兽。梅贻宝说：“说墨子兼爱即是无父，无父即是禽兽，不言而喻的墨子即是禽兽了！这实在不像讨论学术的口气，世间亦断没有这样的论理。”（《墨子》，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，第39本，1969）这也是对孟子的误解和误读。孟子有云：“仁者爱人，有礼者敬人。爱人者，人恒爱之；敬人者，人恒敬之。有人于此，其待我以横逆，则君子必自反也：我必不仁也，必无礼也，此物奚宜至哉？其自反而仁矣，自反而有礼矣，其横逆由是也，君子必自反也：我必不忠。自反而忠矣，其横逆由是也，君子曰：‘此亦妄人也已矣。如此，则与禽兽奚择哉？于禽兽又何难焉？’”（《离娄下》）有仁德的人爱人，懂得礼的人会尊敬人。爱人的人也会得到他人爱，尊敬人的人也会受到他人尊敬。假设有个人，他以粗暴蛮横的态度对待我，我一定要反躬自问：是不是我有不仁、无礼的地方？不然，怎么会受到如此对待？通过反躬自问，我做到仁了，做到了礼。但那人仍然蛮横无理，我再反躬自问：是不是我没有尽心竭力？经过反省，我做到了忠，但那人却依然如故。既是这样，我们只能说：这不过是个狂人罢了。像他这样，同禽兽有什么区别？对于禽兽又有什么可责备的？！从这段论述中，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说，孟子并未以杨墨为禽兽。因为，第一，辱骂他人非仁者所为。孟子大概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不仁、无礼之人，既然自认为是有仁德、懂得礼的人，怎么能够辱骂他人？第二，如果他以杨墨为禽兽，那你“于禽兽又何难焉？”，根本就没有 “距杨、墨，放淫辞”的必要；反过来说，孟子力主“距杨、墨，放淫辞”，说明在他的心目中杨墨非禽兽，是可以“难”的。为了准确把握孟子之论的思想实质，有两个问题似应提出来加以讨论：其一是“为我”何以为“无君”、“兼爱”何以为“无父”？其二是“无父无君”何以为“禽兽”？这里，我们先从第二个问题谈起。

我们知道，“人禽之辩”是孟子学说的重要内容。孟子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使用“禽兽”一词，如说：“君子之于禽兽也，见其生，不忍见其死；闻其声，不忍食其肉。是以君子远庖厨也。……今恩足以及禽兽，而功不至于百姓者，独何与？……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，无他焉，善推其所为而已矣。今恩足以及禽兽，而功不至于百姓者，独何与？”（《梁惠王上》）又：“当尧之时，天下犹未平，洪水横流，泛滥于天下，草木畅茂，禽兽繁殖，五谷不登，禽兽逼人，兽蹄鸟迹之道，交于中国。尧独忧之，举舜而敷治焉。舜使益掌火，益烈山泽而焚之，禽兽逃匿。……后稷教民稼穑，树艺五谷；五谷熟而民人育。人之有道也，饱食、暖衣、逸居而无教，则近于禽兽。圣人有忧之，使契为司徒，教以人伦：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”（《滕文公上》）又：“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，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。舜明于庶物，察于人伦，由仁义行，非行仁义也。”（《离娄下》）又：“君子所以异于人者，以其存心也。君子以仁存心，以礼存心。……其自反而有仁矣，自反而有礼矣，其横逆由是也。君子必自反也；我必不忠。自反而忠矣，其横逆由是也，君子曰：‘此亦妄人也已矣，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？于禽兽又何难焉？’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，而无一朝之患也。”（《离娄下》）又：“虽存乎人者，岂无仁义之心哉？其所以放其良心者，亦犹斧斤之于木也，旦旦而伐之，可以为美乎？其日夜之所息，平旦之气，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，则其旦画之所为，有梏亡之矣。梏之反覆，则其夜气不足以存；夜气不足以存，则其违禽兽不远矣。人见其禽兽也，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，是岂人之情也哉？”（《告子上》）

从以上这些论述来看，孟子认为人与禽兽的差别不是很大，只是一点点，即“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，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。”这一点点的差别是什么呢？首先是人具有天赋的善性，而禽兽的天性则是恶的。所以他说：“无恻隐之心，非人也；无羞恶之心，非人也；无辞让之心，非人也；无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。” (《公孙丑上》)在孟子看来，禽兽没有什么同情心、羞耻心、恭敬心、是非心，这些道德情感和道德意识是属人的，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，是人不同于禽兽的根本所在。“四心”既是“人皆有之”的人类共性，“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；羞恶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”(《告子上》)也是人是天赋的本然之善，“人之有四端，犹其有四体也”（《公孙丑上》），“四端”就如同人的四肢一样，是与生俱来的。孟子认为，尽管这些善的端始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“善”，但它是仁义礼智等道德理性的源泉和根据，“恻隐之心，仁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也；恭敬之心，礼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也。”(《告子上》)所以说：“君子所性，仁义礼智根于心。”（《尽心上》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他说：“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，我固有之也。” (《告子上》)孟子又把人的这种天赋的“善端”称之为“良能”、“良知”，是一种与生俱来，根本不用后天学习、思虑的道德自觉和本能，“人之所不学而能者，其良能也；所不虑而知者，其良知也。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，及其长也，无不知敬其兄也。亲亲，仁也；敬长，义也。无他，达之天下也。”（《尽心上》）两三岁的小孩没有不知道亲爱他父母的，等到他长大，没有不知道尊敬他兄长的；亲爱父母，尊敬兄长，这是人的良能良知，不用教导，不用学习就知道的。人不用学习就能的，是良能；不用思考就知道的，是良知。再进一步说，亲爱父母是仁，尊敬兄长是义，“亲亲，仁也；敬长，义也。”（《尽心上》）所以，仁义也属于人的良能、良知范畴。以这种理论来看“为我”之说，那么结论或许只能是“无君是禽兽”了。因为“为我”论是极端的利己主义，人在这种理论指导下“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为”。这种人已不具或完全丧失了天然的“恻隐之心”、“羞恶之心”、“辞让之心”、“是非之心”，当他看到一个天真烂漫的婴儿快要掉到井里去的时候，已没有“怵惕恻隐之心”。因为救人是需要一定的勇气或许还要有巨大的付出，这有悖于“贵己”的人生原则，不合“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”的价值追求。这种人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已经是屡见不鲜的了。据报载，有一青年民工男子在屡次讨要工钱未果的情况下，不得已爬到大楼的楼顶，试以跳楼自杀相抗争，引来了许多围观者。围观的人非但没有好言规劝跳楼者，反而以不当言辞刺激当事人，如说“别在上面充好汉，有种你跳下来”，“跳啊！……跳啊！跳一个看看！”“跳下来才是真正的好汉”、“不敢跳下来就不是男人”等等。在这些言语的刺激之下，原本并不想跳楼自杀的人，为生活所迫也为男子汉的虚荣心所驱使，在众目睽睽之下跳楼自尽。另有报道，不久前，一中年女子站在桂林市香江饭店第11层客房的窗台上要跳楼，110民警和119消防官兵与其僵持了2个小时后将其拉离危险边缘。众多的围观者簇拥在楼下的广场上看热闹，不但有好事者用望远镜翘首远望，更有小贩在现场兜售望远镜。119消防官兵赶到，消防车的警报声引来了更多的看客，或惊愕或嬉笑在仰头观望，关注着这女子的一举一动。有的人甚至说着风凉话，“她肯定不敢跳”，一对情侣还举起一只望远镜煞有介事地观察着。更离谱的是，一中年妇女居然手提着几只望远镜，向观者叫卖。还有报道说，上海市徐汇区长桥镇罗香路上发生了一幕惨剧，一个想跳楼自杀的四川女民工，在某些人“你不敢跳楼的，你只是在吓人”的恶语挖苦下跳楼身亡。类似的事例可以说不胜枚举。你看那些围观、瞎起哄的人还有“怵惕恻隐之心”、“羞恶之心”、“是非之心”吗？那些促使他人毙命的人还有“良知”吗？照孟子的理论来看，这种人已失去了做人的资格，人之非人，与禽兽无别了。当然，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，是非分明、见义勇为、舍生取义的人也层出不穷、屡见不鲜，照孟子的理论看这才是有道德的人、真正的人、顶天立地的人。简言之，一个“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”、“贵己”的人，已没有什么“恻隐之心”、“羞恶之心”、“辞让之心”、“是非之心”，而这在孟子那里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。 

其次，从“无父无君，是禽兽”的论述中可以看出，有君无君、有父无父是孟子关于“人禽之辩”的一个重要思想。在他看来，“君”、“父”等上下尊卑贵贱制度和意识是人类文明的结晶。他说：“当尧之时，天下犹未平，洪水横流，泛滥于天下，草木畅茂，禽兽繁殖，五谷不登，禽兽逼人，兽蹄鸟迹之道，交于中国。尧独忧之，举舜而敷治焉。舜使益掌火，益烈山泽而焚之，禽兽逃匿。禹疏九河，瀹济、漯而注诸海；决汝、汉，排淮、泗而注之江。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。当是时也，禹八年于外，三过其门而不入，虽欲耕，得乎？后稷教民稼穑，树艺五谷；五谷熟而民人育。人之有道也：饱食暖衣、逸居而无教，则近于禽兽。圣人有忧之，使契为司徒，教以人伦——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叙，朋友有信。放勋曰：‘劳之来之，匡之直之，辅之翼之，使自得之，又从而振德之。’圣人之忧民如此，而暇耕乎？”（《滕文公上》）从这里的描述来看，在舜使契为司徒负责百姓的教化工作前，人们还处在“饱食暖衣、逸居而无教，则近于禽兽”的状态。这一点，其他学者也多有所论。如庄子说：“神农之世，卧则居居，起则于于，民知其母，不知其父，与麋鹿共处，耕而食，织而衣，无有相害之心。”（《庄子·盗趾》）《吕氏春秋·恃君览》：“昔太古尝无君矣，其民聚生群处，知母不知父，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。”当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，文明有了一定的积累，人类有能力“明于庶物，察于人伦”，能够反省自身的生活并且有了这种反省的社会需要之后，“圣人有忧之，使契为司徒，教以人伦——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叙，朋友有信。”可见，人的人伦观念、道德意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。客观地说，人类从没有君臣之别到“君臣有义”，从没有父子之别到有“父子之亲”，也确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，是人类走出原始状态的重要标志。孟子从历史发展、演进的角度，说明人类在脱离动物界之后所具有的超越禽兽的文化意义，并由此揭示出人与禽兽的本质差异，这是人类在自我反思中所获得的积极的、有价值的思想成果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孟子所说的“无父无君”则为禽兽也并不是没有道理。

还需注意的是，孟子在这里颇有创意地提出了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一个全新概念——“人伦”。本来，人有“人伦”是前期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，但在孟子之前人们只是使用了“伦”而没有人使用“人伦”概念。子路说：“不仕无义。长幼之节，不可废也；君臣之义，如之何其废之？欲洁其身，而乱大伦。君子之仕也，行其义也。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。”（《论语·微子》）伦的本义是“辈”。《说文》：“伦，辈也。从人，仑声。一曰道。”伦即人不同辈份之间应有的关系。所谓“乱大伦”即是指破坏了根本的伦理关系。按子路看法，长幼、君臣之间的应有关系是不可能废弃的，不能为了自身清白而破坏了根本的君臣伦理关系。孟子把人的这种伦常关系以“人伦”的概念加以概括和提升，并以父子有亲、君臣有义、夫妇有别、长幼有序、朋友有信（即“五伦”）加以规定，认为这五个方面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，是人们处理彼此关系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规范，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本质特征。从对人、人伦的这种理解和规定中，我们不难发现孟子对于“禽兽”的认识和规定，那就是父子无亲、君臣无义、夫妇无别、长幼无序、朋友无信。用另一位儒家学者的话他说，就是：“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，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。故人道莫不辨。”（《荀子·非相》）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，孟子所谓“无父无君，是禽兽”，只是从人与禽兽比较的角度揭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客观事实，说出了一个客观真理，这一论断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；他对这一事实的阐释，他的人伦之思，是对孔子以来儒家伦理思想的一个深化和发展。

（三）

在孟子看来，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五种最基本的人际关系，而在这五种关系中，“内则父子，外则君臣，人之大伦。”（《公孙丑下》）父子、君臣的关系是人世间最重大的伦理关系。
就君臣关系来说，孟子认为其基本的关系准则是“君臣有义”，也就是君臣之间要以道义相交，“欲为君尽君道，欲为臣尽臣道。”（《离娄上》）有一种意见说，儒家的君臣之义，一是“君为臣纲”，即臣要绝对服从于君，君权至上；二是臣绝对不能易君，否则就是乱臣贼子。应该说，孟子的君臣理论中含有这样的内容，但决不仅限于此。孟子有云：“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；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；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。”（《离娄下》）这种理论恐怕不能说是绝对服从于君的君权至上论吧？！孟子又有“民贵君轻”说，这更非君权至上论。他还认为臣子应有自我独立的人格，一味顺从是“妾妇之道”，提倡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（《滕文公下》）的大丈夫精神。他把那些暴虐害民的国君称之为“独夫民贼”，认为对这样的国君人民完全有理由将其推翻，所以他在《梁惠王下》中非常明确地说：武王伐纣，是“诛一夫纣”，决不是什么“弑君”。这些论述说明，孟子在君臣关系问题上有相当开明、民主的思想，并非只是遵从传统等级制度和名分伦理的意识。所以，当他的弟子公孙丑请教：贤人作为臣，君主不好，本来就可以将他放逐的（“贤者之为人臣也，其君不贤，则固可放与”）问题时，孟子回答说：“有伊尹之志，则可；无伊尹之志，则篡也。”（《尽心上》）有伊尹那样的意图，就可以；没有伊尹那样的意图，那就是篡位了。所谓“伊尹之志”，依朱熹所释，当是指“公天下以为心，而无一毫之私者也。”（《四书集注》）也就是说，当人君无道时，臣子完全可以“以下犯上”将他放逐，但前提必须是出以公心，而不是借机满足自己取而代之的私欲。这也就是说，在如何处理君臣关系的问题上，要诉诸理性，要有是非观念，要“执中”、“用权”，要“尊其所当尊”，而不是一味地固守君权至上教条。不过，这与“无君”、不讲“君臣之义”完全是两回事。在这个问题上，“杨子取为我。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为也。”（《尽心上》）这就是说，在孟子看来，杨朱所谓的“为我”，就是要求人们不要为了“利天下”而做出任何的牺牲，哪怕是“拔一毛”也都不可为。杨朱以“为我”排斥为天下，在群己关系上表现为个体性原则的片面夸大，并由此倒向了极端的利己主义。这种极端的利己主义表现在君臣关系上，则是不肯事君，就是不讲“君臣之义”，因为“为臣尽臣道”，如“君有大过则谏，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”（《万章下》），这就意味着从“我”身上“拔毛”、自我的付出，而这正是杨子所反对的。所以孟子说“杨氏为我，是无君也。”（《滕文公下》）朱熹在解释这一问题时指出：“盖杨氏见世间人营营于名利，埋没其身而不自知，故独洁其身以自高，如荷蒉接舆之徒是也。然使人皆如此洁身而自为，则天下事教谁理会？此便是无君也。” 又说：“杨氏只理会自己，所谓‘修其身而外天下国家’者，故至于无君。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第五十五）这可以说道出了杨朱之“为我”何以“无君”的思想实质。
就父子关系来说，孟子认为其基本的关系准则是“父子有亲”，也就是父子之间应以相亲相爱规范自己。这种“亲”是双向、互动而非单向度的，即所谓父慈子孝。从道家的观点看，单单有父子之亲并不能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。庄子指出，虎狼虽然凶猛残暴，但也有父子之亲，既然如此，虎狼也“父子相亲，何为不仁!”所以他得出“虎狼，仁也”（《庄子·天运》）的结论。以这种观点来看，有父无父、父子相亲实际上并不是人与禽兽的区别之所在。这种观点能否成立呢？虎狼“父子相亲”现象不仅在禽兽中不具普遍性，即使在虎狼中也不具有普遍意义。研究人员发现老虎与其他猛兽一样，一见血腥，便会兽性大发，六亲不认，因而“虎毒食子”的现象时有发生，这怎么能说是“父子相亲”？。另外，所谓虎狼的“父子相亲”是什么意思？是指在一起嬉戏玩耍，还是指彼此间相生相养、父慈子孝的亲爱关系？显然，虎狼的“父子相亲”是前者而不是后者，人的“父子相亲”是后者而不是前者；虎狼的“父子相亲”只是“仁”的表象，人的“父子相亲”之“仁”则是以孝慈为内容的。所以，儒家说：“孝悌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！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虎狼不讲孝悌，当然也就无所谓“仁”。而所谓“为仁之本”也就是为人之本。所以《国语·周语》有“言仁必及人”之说，认为仁属于人，仁与人不可分割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孟子强调：“仁也者，人也。”（《尽心下》）在孟子看来，人的本质就是仁，无仁就无所谓人，不仁即非人。朱熹认为，所谓“仁者人也”，是说“人之所以为人之理”（《四书集注》）。又说：“人之所以得名，以其仁也。言仁而不言人，则不见理之所寓；言人而不言仁，则人不过是一块血肉耳。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六）人离开了“仁”或“仁”离开了人，人即非人，仁亦非仁。因此，“仁者人也”的命题在更深层次上揭示了仁的涵义，即认为仁是人的本质规定，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根据，当然也可以说仁是人之所以为人之理。所以张载说：“仁者，人也，当辨其人之所谓人。学者学所以为人。”（《张载集·语录中》）一个不懂得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人不是一个自觉的人；一个失去了仁性的人，不是一个真正的、纯粹的人，只是“一块血肉”——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。王夫之说：“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，其本在性，……故恻隐、羞恶、恭敬、是非，唯人有之，而禽兽所无也；人之形色足以率其仁义礼智之性者，亦唯人则然，而禽兽不然也。”（《读四书大全说》卷十）仁是人的本质规定，庄子由虎狼“父子相亲”而认定“虎狼，仁也”，只是借用了“仁”之名而无“仁”之实，是“仁”概念的泛化或滥用。

孟子强调“仁者爱人”，以“爱人”为人之本，而仁的实质又是“事亲”，以孝悌为根本，即所谓“仁之实，事亲是也。”“事亲，事之本也。”（《离娄上》）“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。”（《梁惠王上》）这与《中庸》所谓“仁者，人也；亲亲为大。”即认为“亲亲”是仁之中最大和最重要的思想是一致的。但儒家的、孟子的“仁爱”思想又不仅仅局限于“亲亲”，它除了“本”、“大”的东西外，还有“非本”、“非大”的思想内容。儒家讲仁爱虽有亲疏、远近之别，但它从来没有要人们只爱自己的亲人而不爱别人。孟子所倡导 “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”（《尽心上》），“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”（《尽心下》），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（《梁惠王上》）的仁爱理论，使人的爱心爱情由亲及疏、由近及远、由人及物。他把这种仁爱伸展过程称之为“推恩”，认为“推恩足以保四海，不推恩无以保妻子。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，无他焉，善其推所为而已。”（《梁惠王上》）在孟子看来，儒家这种以爱亲为本的仁爱思想与墨子的“兼爱”论完全是两回事。墨子主张爱无差等，不避亲疏，强调“不党父兄，不偏富贵，不避颜色”（《墨子·尚贤中》），“视人之家若视其家，视人之身若视其身”（《墨子·兼爱中》），认为在王法面前，没有父子，只有贤与不肖；在国家百姓人民之利面前，没有孝与不孝，只有利与不利。这种无差别的“爱”把人之父与己之父混而为一，“视其父如路人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第五十五），有悖于“父子相亲”的血缘亲情，否定了“父子有亲”的伦理原则，所以孟子说“兼爱是无父也”。从现实的人伦关系看，只要人存在，他总会自然而然地爱自己的父母，并且爱自己的父母甚于爱别人的父母；而所谓“使天下兼相爱，爱人若爱其身”（《墨子·兼爱中》），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美好理想。

总之，孟子的“杨氏为我，是无君也；墨氏兼爱，是无父也；无父无君，是禽兽”论，是他试图从理论上对杨、墨之学做出的一种批判，而不是以禽兽喻杨、墨，不是什么骂街、使用语言暴力。基于当时思想界的思想状况和儒家的境遇，孟子以“正人心，息邪说，距诐行，放淫辞”、“闲先圣之道”为己任，在批判杨、墨之学的基础上，多方面地发展和深化了孔子之学。我们可以说，孟子之“距杨、墨”不限于他对杨、墨寥寥数语的直接批判，其全部思想学说都是以“正人心，息邪说，距诐行，放淫辞”、“闲先圣之道”为旨归的。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主干，她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。“人类要想在21世纪生存下去，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，到孔子那里去寻求智慧。”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，那种认为儒学“足以丧天下”的观点是不成立的。

